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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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根据 2005年在福建省厦门市的问卷调查资料 , 本文分析了社会资
本和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表明 , 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由维权抗争因子 、利益表达因子和选举参与因子构成。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
居民的政治参与起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 , 现阶段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日益多元化 ,在个人政治接触仍然起重要作用的同时 , 也出现了新的政治参
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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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言

长期以来 ,政治学者都把政治参与看作是与民主政体相联系的概

念 ,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才可以通过定期的选举选择领导人 ,从

而对立法机关或政府产生影响 。与此相应的是 ,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国

家政治的学者都不认为共产党社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如极权

模型的学者强调精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对大众传

播媒介的垄断性控制成功地限制了信息的流通(Freidrich , Curtis &

Barber ,1969:126)。而利益群体理论虽然承认共产党政权并没有能够

完全消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或是完全阻止利益的表达 ,但这一模

型仍然否认普通民众影响决策的可能性 。由于诸如选举 、群众运动 、工

会以及农会等都是由当局操控的 ,因此也不具有利益表达的作用(Liu ,

1976:5)。

虽然 ,“强大的政府和党的机构的存在 、国家对社会全面的渗透 、独

立政见团体及利益表达机制的缺乏 、严格控制的媒体以及长期缺乏自

由竞争的选举使得这种参与的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Jennings ,

1991:361);但是 ,这并不表明共产党社会的民众完全不能对政府的决

策产生影响。特别是随着一些学者在更广的范围界定政治参与 ,原有

的单一的政治参与观(将投票看作是民众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关键和

惟一方式)被多元的参与观所取代 。例如 ,尼和伏巴把政治参与界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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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

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尼·诺曼 、西德尼·伏巴 ,1996:290)。一些学

者对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表明 ,这些国家的民众更多

地以选举之外的手段 ,如个人的接触来寻求政府官员的帮助或向他们

表达自己的偏好 。例如 ,英克尔斯(Alex Inkles)和鲍尔(Raymond Bauer)

的研究发现“苏联公民更关心获得更多个人的保障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

而很少关心获得政治权利和宪法的保障”(Inkles &Bauer , 1959:7)。比

尔勒(Sweryn Bialer)的研究表明 ,苏联民众更多参与涉及与公民日常生

活 、社区事务以及工作单位条件直接相关的决策(Bialer ,1980:166)。这

些研究者发现 ,共产党社会民众政治参与有自己的独特性 ,如他们更多

是试图影响政策的实施而不是决策过程 ,更多的是以个体的 、非正式的

和原子化的方式的参与(参看 Jennings ,1991)。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农村地区率先实

行生产责任制 ,城市中原有的单一公有制也被多种经济成份的经济结

构所取代 。与此相应 ,从 1980年中期开始的村民自治使得农村有了真

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参看胡荣 ,2001 ,2006)。虽然城市社区还没有

像村委会选举一样的竞争性选举 ,但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也有了相当

多的改变 ,社区居委会的自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的村委会选

举和政治参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如 Dearlove , 1995;

Kelliher ,1997;Lawrence ,1994;Manion , 1996;O' Brien ,1995;徐勇 ,1997;胡

荣 ,2001 、2006;吴毅 ,2002),但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现状却较少得到研

究(Shi ,1997),本文打算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情况进行分析 ,探讨影

响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各因素 。

以往的研究表明政治参与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托克维

尔 ,1988;阿尔蒙德 、维伯 ,1989),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相关

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 ,帕特南运用

社会资本理论解释意大利南北方政府的绩效差异 。他是这样给社会资

本下定义的:“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 ,诸如信任 、规

范以及网络 , 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 ,

2001:195)。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 ,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

是伦理道德的核心 ,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帕

特南进一步指出 ,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

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 ,前者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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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 ,后者指的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 ,这

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的和不均衡的 ,但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

期望 ,现在己予人 ,将来人予己 。另一方面 ,在一个共同体中 ,公民参与

的网络越是密集 ,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公民参

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 ,培育了强

大的互惠规范 ,促进了交往及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公民参与网

络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 ,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 ,

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帕特南 ,2001:203-204)。

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但真正运用这一

概念进行经验研究的学者并不多。笔者曾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分析其

对农村居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影响 ,发现只有社会资本中的社区认

同因子和社团参与因子对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有积极影响 ,而社会资

本中的其他因素 ,诸如信任 、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具统

计显著性(胡荣 ,2007)。那么 ,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又会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也是本文想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所用的问卷资料来源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于 2005年 2 月

进行的“厦门市居民生活状况问卷调查” 。2004年末 ,厦门市户籍总人

口1467731人 ,其中城镇人口 910424人 ,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62.0%;

岛内的思明 、湖里两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43.9%, 岛外人口比重为

56.1%。厦门市下辖思明 、湖里 、海沧 、集美 、同安和翔安 6个区。本次

调查只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思明和湖里两个区内进行 。厦门岛内的思

明区下辖 10个街道 ,共 92个社区居委会 ,湖里区下辖 5个街道 ,共 31

个社区居委会。本调查在这两个区的 123个社区居委会中按随机原则

抽取 20个社区居委会 ,其中思明区抽 15个社区居委会 ,湖里区抽 5个

社区居委会 , 每个社区居委会再按随机原则抽取 50 户居民 ,共抽取

1000户居民。具体访问对象的选取是这样进行的:由调查员入户后 ,

在18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中确定生日最接近 1月 1日者作为访问对

象。本次调查共发放 1000份问卷 , 回收有效问卷 669 份 ,回收率为

66.9%。

在这 669个成功访问的对象中 ,男性占52.4%,女性占 47.6%。从

年龄结构来看 ,30岁以下的受访者最多 ,占 35.7%,其次是 31-40 岁

者 ,占 29.2%,年龄在 41-50岁与 51-60岁的受访者不相上下 ,分别

为18.6%和18.7%,年龄在 61岁以上者最少只占 7.8%。从文化程度

144

社会学研究 　2008.5



来看 ,高中 中专 技校 职高者最多 ,达到 35%,其次是大专和初中 ,两

者相差不大 ,前者占 21.8%,后者占 18.9%,未读书或小学程度也占相

当的比例 ,占 13.4%,而读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的仅为 10.9%。从户口

类别来看 ,市区常住的受访者为 68.5%,市区暂住的受访者为 23.7%,

而非市区居住的受访者比较少 ,在郊县常住的为 3.9%,其他户口类别

的受访者也很少 ,仅仅占 3.9%。从个人的月收入来看 ,收入在 800 元

以下者居多 ,占 27.4%,收入在 801-1000元者占 18.0%,收入在 1001

-1500元为 16.6%,收入在 1501-2000元者为 13.3%,收入在 2001-

3000元与收入在 5000元以上者差不多 ,前者 8.8%,后者为 7.9%,收

入在 3001-4000元和 4001-5000元之间的受访者最少 ,分别占 5.2%

和2.9%。

二 、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现状和构成

维巴 、尼和金在他们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最初对共产党社会的政治

参与进行过研究 ,他们把南斯拉夫的政治参与分为 4种形式:公共活

动 、自我管理 、个别接触以及投票(Verba ,Nie &Kim , 1978)。其他的研

究也表明 ,共产党社会的政治参与不只有一种形式。例如 ,维恩·迪弗

兰塞克(Vayne DiFranceisco)和泽维·吉特曼(Zvi Gitelman)发现在前苏联

有5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正式-仪式性参与” ,“公民主动性接触”以及

“政策实施接触“(Difranceisco &Gitelman , 1984)。唐纳·巴赫利和布莱

恩·思尔沃的研究表明 ,在政治改革前的苏联的参与可以按如下顺序排

列(Bahry &Silver ,1990):“非传统的政治活动主义 、顺从活动主义 、社会

活动主义以及接触” 。

在本项研究中 ,调查问卷共列了11个方面的项目测量居民政治参

与这一指标。这些问题包括是否经常找单位领导 、是否经常到政府投

诉 、是否经常向媒体表达看法等(参看表 1)。除表中最后两个项目

(“你在上一次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 , 有没有去投票”和“你在上一次区

人大代表的选举中 ,有没有去拉票”)的答案为“有”和“没有”外 ,其余项

目的答案都按利克特量表设计为“经常” 、“较经常” 、“一般” 、“较少” 、

“很少”和“没有”6个等级。这 11 个项目的 Cronbach' s alpha 信度系数

达0.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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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

项　　目 经常 较经常 一般 较少 很少 没有 合计

为自己或同事利益找单位领导 3.3 6.8 24.7 13.8 10.1 41.3 100

为自己合法权益向政府投诉 1.9 4.4 19.9 16.0 10.6 47.2 100

给媒体写信表达对问题的看法 1.7 2.8 11.5 13.1 14.5 56.4 100

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提意见 .9 2.1 7.0 7.5 11.6 70.9 100

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国家大事 2.1 3.0 7.8 7.6 10.1 69.3 100

在网络上对本市发展问题发表观点 1.4 1.2 9.1 7.2 10.0 71.1 100

到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 .5 1.9 5.3 4.8 8.8 78.7 100

写信给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投诉 .7 1.1 5.5 5.4 7.1 80.2 100

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 .4 .9 4.4 4.6 6.0 83.6 100

有 没有

在区人大代表选举中去投票 44.7 55.3 100

在区人大代表选举中为候选人竞选 9.5 90.5 100

　　从表 1可以看出 ,在目前单位仍然掌握着相当重要资源的情况下 ,

通过找单位领导维护自己的利益成了相当重要的一种政治参与管道 ,

因此多达 3.3%和 6.8%受访者“经常”和“较经常”“为自己或同事利益

找单位领导” 。相比之下 ,表示“经常”和“较经常”为自己的合法利益向

政府投诉只有 1.9%和 4.4%。近年来 ,随着网络的发展 ,通过网络发

表言论表达意愿的居民也越来越多 ,表示“经常”和“较经常”在网络上

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受访者分别为 2.1%和 3%,而“经常”和“较经常”

在网络上对本市发展问题发表观点的比例也分别达 1.4%和 1.2%。

城市居民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率达 44.7%,虽然不如村委会选举

的投票率高 ,但却高于农村的人大代表选举的投票率。

根据主成分法对政治参与的 11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 ,经过变值精

简法旋转 ,共抽取 3个因子(如表 2所示)。根据因子负载 ,将这些因子

分别命名为:“维权抗争因子” 、“利益表达因子”以及“人大选举参与因

子” 。“维权抗争因子”包括以下项目:“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提意

见” 、“到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 、“写信给政府相关部门或信访

部门投诉” 、“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 ,找领导对话”;“利益表达因子”包括

如下项目:“为了自己或者同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 、“为维护自己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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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向政府部门投诉” 、“在网络上对本市发展的相关问题发表自己

的观点” 、“给媒体写信或打电话表达自己对一些公众关心的问题的看

法” 、“在网络上参与讨论 ,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观点” ;“人大选举参

与因子”包括以下项目:“在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去投票” 、“在区人大代

表选举中为候选人竞选”(见表 2)。

　表 2　 政治参与的因子分析

项　　目
维权抗

争因子

利益表

达因子

人大选

举因子
共量

为自己或同事利益找单位领导 .115 .827 .120 .712

为自己合法权益向政府投诉 .200 .868 .021 .795

给媒体写信表达对问题的看法 .466 .717 .022 .732

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提意见 .626 .441 .196 .624

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国家大事 .533 .584 .042 .628

在网络上对本市发展问题发表观点 .581 .570 .047 .664

到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 .881 .161 .088 .809

写信给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投诉 .879 .244 .049 .834

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 .841 .200 .070 .752

在区人大代表选举中去投票 .013 -.027 .852 .726

在区人大代表选举中为候选人竞选 .152 .150 .771 .640

特征值 3.562 2.962 1.393 7.917

平均方差 32.384% 26.923% 12.660% 71.967%

　　我们可以从制度化程度和主动性的强弱两个维度来看待和分析测

量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 3个因子。从主动性的维度看 ,不同政治参与

活动所要求的主动性是大相径庭的 ,有的活动需要参与者付出较大的

努力 ,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有的则是按部就班依程序进行 ,参与者

无需太多的主动性。举例来说 ,投票选举虽然参与者都需要付出时间

和精力 ,但却不需要太多的主动性 。相反 ,带头到政府请愿 、到政府或

信访部门上访却是需要很强的主动性 ,参与者不仅要付出时间 、人力和

物力方面的代价 ,而且还有可能受到打击和报复 ,需要承担相当的风险

(参看于建嵘 ,2003;胡荣 ,2007)。另一方面 ,从制度化维度看 ,不同的

参与活动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参与方式是制度化的 ,参与严格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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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如人大代表的选举 ,但有的参与却是非制度化的 ,参与过程充满

了不确定性。如集体上访 ,到哪一级政府上访 、如何上访以及会取得什

么样的结果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其组织者和参与者必须随时根据情势

的发展调整自己的策略。与此相联系 ,制度化的参与通常是在法律和

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 ,因而也能够得到政府的鼓励和保护 。但非制度

化的参与因为其可能超越法律的框架而极易使参与者处于与政府(至

少是地方当局)对立的境地 ,与地方政府处于冲突的状态 ,因而很难得

到制度的保护 ,因此也是危险的。如果以政治参与方式的主动性程度

为横轴 ,以政治参与活动的制度化程度为纵轴建立一个坐标 ,根据因子

分析所产生的 3个因子可以分别放到坐标中的相应位置 。第一个“维

权抗争因子”位于坐标的右下方 ,因为这一因子所包括的诸多参与方

式 ,如“到政府部门或信访部门上访” 、“写信给政府或信访部门投诉”以

及“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等 ,都是高度非制度化和需要很强的主动性

的。就上访来说 ,虽然《信访条例》以及相关的法令法规都规定到政府

部门上访是公民的一项权利 ,但在实际中上访是被严格限制的。有关

研究表明 ,上访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 ,并且由于上访容易将上

访者处于与地方政府对立的境地而招致打击和报复。而到政府请愿则

是更为激烈的一种抗争维权方式。虽然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

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控告或者

检举的权利” ,但是 ,由于缺少相关法律规定 ,受理机关及其受理程序基

本上无章可循 ,批评人和建议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后往往没有下文 。由

于缺少现代请愿权制度 ,公民的批评权和建议权实际上得不到保障 ,甚

至因提出批评和建议而受到打击和歧视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 ,从

这个意义上说 ,请愿是非制度化的 ,也是危险的。第 2个“利益表达因

子”位于坐标中央偏右的位置 ,这一因子所包括的几个项目 ,无论是“为

个人或同事利益找单位领导” 、“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政府投诉” ,还是

“给媒体写信表达看法”或“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国家大事” ,基本都是在

制度认可的范围内进行的 ,也是主动性较强的。必须指出的是 ,近年

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网络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 。据统计 ,

2007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用户已达到 1.45亿 ,中国互联网越来越凸现

其表达民意和制造舆论的优势 ,许多网民通过网络新闻的网友评论 、

BBS论坛 、各种社区以及博客等方式相互交流观点 ,在网上形成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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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舆论空间 ,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关注。第 3 个“人大选举参与因

子”位于坐标的左上方 ,是高度制度化的 ,虽然“帮助候选人竞选”需要

一定的主动性 ,但参与投票的主动性却是比较弱的(参见图 1)。

图 1　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不同方式

三 、社会资本及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政治参与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表明了这一

点(托克维尔 ,1988;阿尔蒙德 、维伯 ,1989)。在这一部分 ,我们将分析

社会资本及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

作为本项研究重要预测变量的社会资本 ,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

测量:

第一 ,居民的社会交往。本研究中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交往的人

数来测量社会网络 ,以个人为单位测量居民的社会交往的范围与构成 。

居民的社会交往是连续性数值型变量。这 4个项目的Cronbach' s alpha

信度系数为0.8209。

第二 ,居民的社会信任。在调查中 ,我们测量受访者对单位同事 、

149

论 文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单位领导 、邻居 、一般朋友 、亲密朋友 、家庭成员 、直系亲属 、其他亲戚 、

社会上大多数人 、一般熟人 、生产商 、网友 、销售商等不同对象的信任程

度。以上问题的答案分为“非常信任” 、“较信任” 、“一般” 、“较不信任” 、

“很不信任”5个等级 ,分别赋值 4至 0分。这 13 个项目的 Cronbach' s

alpha信度系数为 0.8636。

第三 ,居民参与各种社团情况 。由于城市居民职业的多样化 ,他们

参与的社团比较多。我们问受访者是否经常参与同乡聚会 、校友聚会 、

老战友老知青的聚会 、行业协会活动 、小区居委会召开的会议 、寺庙或

教会的活动 、学术社团的活动以及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等 。以上问题

的答案分为 6个等级即:“经常参加” 、“较常参加” 、“一般” 、“较少参

加” 、“很少参加” 、“从未参加” , 分别赋值 5 到 0 分。这 8 个项目的

Cronbach' s alpha信度系数为 0.7186。

以上介绍了社会资本的问题和项目 ,那么 ,这些项目之间的关系如

何呢? 它们可以概括为哪几个方面呢 ? 为此 ,笔者进行了因子分析 。

如上所述 ,有关社会信任以及社团参与的问题都是按利克特量表的方

式设置的 ,答案分别为 5个等级和 6个等级两种 ,有关社会交往的答案

为数字。运用主成份法对测量社会资本的 25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 ,经

过最大方差法旋转 ,共抽取 7个因子 ,根据因子负载 ,我们分别将这些

因子命名为:普遍信任因子 、一般信任因子 、社会网络因子 、特殊信任因

子 、学缘社团因子 、业缘社团因子 、趣缘社团因子。用于测量社会信任

的13个变量被分作 3个因子 ,即表 3中的第 1 个因子“普遍信任因

子” 、第 2个因子“一般信任因子” 、第 4个因子“特殊信任因子” 。表 3

中的第1个因子即普遍信任因子包括:“对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任程度” 、

“对一般熟人信任程度” 、“对生产商信任程度” 、“对网友信任程度” 、“对

销售商信任程度”5个变量。表 3中的第 2个因子即一般信任因子包

括“对单位领导信任程度” 、“对邻居信任程度” 、“对一般朋友信任程

度” 、“单位同事信任程度” 。表 3中的第 4个因子即特殊信任因子包

括:“对家庭成员信任程度” 、“对直系亲属信任程度” 、“对其他亲属信任

程度” 、“对亲密朋友信任程度” 。与测量社会信任的变量被分为 3个因

子不同 ,测量社会交往的 4个变量都可归为一个因子 ,即社会网络因

子。居民参与各种社团的 8个变量则可以抽取成 3个因子 ,分别为表3

中的第5个因子“学缘社团因子” 、第 6个因子“业缘社团因子” 、第 7个

因子“趣缘社团因子” ,其中第 5个“业缘社团因子”包括以下 2个变量:

150

社会学研究 　2008.5



　　　　表 3　 社会资本的因子分析

项　　目
普遍信

任因子

一般信

任因子

社会网

络因子

特殊信

任因子

学缘社

团因子

业缘社

团因子

趣缘社

团因子
共　量

是否参与同乡聚会 　.05283 　.062373 　.105677 .0311 　.798311 　.084813 -.06957 　.668151

是否参与校友聚会 .119138 .012372 .070145 .133349 .766704 .035564 .070741 .631153

是否参与战友知青

聚会
-.00631 .104879 .099228 -.15699 .353891 .449357 .160618 .398491

是否参与行业协会 .177549 .002746 .003926 -.01588 .333738 .57782 .16439 .50408

是否参与居委会会议 -.04836 .196826 -.05877 -.0592 -.20981 .635582 .311373 .592977

是否参与庙会或教会 .071232-.06384 .065773 .059942 .072517 .158314 .797489 .683379

是否参与学术活动 .101611 .025971 .122396 -.02014 .520245 .2885 .468161 .599447

是否参与单位活动 .125516-.05873 .143072 .317393 .134247 .644342 -.19175 .610379

春节联系人数 .066035 .063936 .772025 .084916 .152488 .069938 .005281 .639853

春节联系者中朋友数 .069592-.07057 .86511 .055291 .069872 .049239 .000879 .768602

春节联系者中亲戚数 -.02032 .005196 .880469 .028546 .067209 .084154 -.01562 .788324

春节联系者中相识

人数
-.04855 .03788 .777691 -.0077 -.01471 -.07441 .114347 .627484

单位同事信任程度 .17193 .759527 .044329 .220745 .105651 .180178 -.16365 .727543

单位领导信任程度 .112581 .745685 -.03424 .127874 .09851 .241852 -.21932 .70254

邻居信任程度 .210066 .728362 .043625 .274206 .042784 -.10166 .099763 .673848

一般朋友信任程度 .275753 .651827 .004906 .150864 -.04914 -.16999 .267158 .626387

亲密朋友信任程度 .019767 .242034 .01013 .714459 .138307 -.10635 .10679 .611368

家庭成员信任程度 -.0342 .0538 .052647 .856634 .057511 .003501 -.02666 .744689

直系亲属信任程度 .05213 .207973 .039038 .820483 -.01588 .103987 -.03819 .73321

其他亲属信任程度 .252243 .385263 .094962 .584225 -.07523 .075602 .050971 .576364

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任

程度
.606178 .474803 -.01452 .106069 -.14086 .095265 .059317 .636788

一般熟人信任程度 .62912 .400711 -.08082 .156075 .048166 .124414 .019298 .605423

生产商信任程度 .8448 .142307 .02372 .115579 .066691 .079976 -.00014 .758703

网友信任程度 .756943 .19234 .041211 -.11281 .139486 -.02581 .07089 .649531

销售商信任程度 .857418 .006192 .058688 .024824 .116814 .033515 .016802 .754315

特征值 3.109 2.857 2.825 2.647 1.946 1.682 1.246 13.487

% of Variance 12.438% 11.429% 11.298% 1.598% 7.783% 6.730% 4.986% 6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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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经常参加同乡聚会” 、“是否经常参加校友聚会”;第 6个业缘社团

因子包括以下 4个变量:“是否经常参加老战友老知青的聚会” 、“是否

经常参加行业协会” 、“是否经常参加小区居委会召开的会议” 、“是否经

常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如聚餐或旅游)” 。表 3中的第 7个因子

即趣缘社团因子包括如下 2 个变量:“是否经常参加寺庙或教会的活

动” 、“是否经常参加学术社团活动” 。

在研究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 ,本研究用性别 、年

龄 、文化程度 、户口类别 、个人月收入在内的个人社会地位作为控制变

量 ,以社会资本的 7个因子为解释变量 ,对居民政治参与的 3个因子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的模型中 ,除了年龄 、个人月收入为数值

型变量之外 ,性别 、户口类别 、文化程度等都是虚拟变量 。在多元回归

分析中 ,设置了 A1 、A2 、B1 、B2 、C1 和 C2 这 6 个模型。模型 A1 、B1 和

C1的自变量是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户口类别 、个人月收入 ,这 3个模

型的因变量分别是“维权抗争因子” 、“利益表达因子”和“人大选举因

子” 。模型A2 、B2和C2除了上述自变量之外 ,还加入了社会资本的 7

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在这些自变量中 ,性别 、户口类别 、文化程度均为

虚拟变量 。其中性别的参考变量为女性 ,户口类别以非本市户口(包括

本市暂住 、郊县常住和其他类别的户口类型)为参考类别 ,文化程度以

小学或未读书的文化程度为参考类别。个人月收入与年龄仍然为数值

型的变量(见表 4)。

　　表4的分析结果表明:

1.性别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 。在 6 个

模型中 ,男女对政治参与的 3个因变量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

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 。以往的研究表明 ,在发达国家男女

的政治参与差异不大 ,而发展中国家通常男性的政治参与要高于女性

(Nie ,Verba &Kim ,1974)。从一个国家内部情况看也是发达地区男女

在政治参与方面小于落后地区(Goel ,1975),虽然我国农村地区男性政

治参与程度要远高于女性(胡荣 ,2006),但史天健在北京的研究则表明

男女政治参与相差不大(Shi ,1997:170)。

2.年龄对政治参与具有复杂多样的影响。在 6个模型中 ,除了 A2

中因加入社会资本的各变量而使得对“维权抗争因子”的影响不具有统

计显著性外 ,年龄在其他的 5个模型中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不过 ,年龄

对3个因变量的影响方向是不一样的 。在模型A1中 ,我们同时加入了

152

社会学研究 　2008.5



　　　　　表 4　 影响居民政治参与的因素的回归分析(标准回归系数)

预测变量
维权抗争因子 利益表达因子 人大选举参与因子

模型A1 模型A2 模型B1 模型 B2 模型 C1 模型C2

性别 a .046 .016 .015 -.035 -.000 .090

年龄 -.543＊ -.47 -.277＊＊＊＊ -.203＊＊＊ .659＊＊ .677＊＊

年龄平方 .563＊ .494 -.566＊ -.616＊

个人月收入 -.052 -.043 .135＊＊＊ .156＊＊＊ -.0656 -.093

户口类型 b -.003 -.028 .044 .023 .307＊＊＊＊ .333＊＊＊＊

文化程度 c:

初中 -.032 .019 .059 .044 .089 -.029

高中 .108 .178 .223＊＊ .179 .143 -.054

大专 .140 .139 .278＊＊＊ .193 .153＊ -.004

本科以上 .075 .157 .203＊＊＊ .102 .049 -.126

社会资本:

普遍信任因子 .098 .116＊＊ .021

一般信任因子 .011 .146＊＊ .062

特殊信任因子 -.13＊＊ .095 .159＊＊＊

社会网络因子 .101＊ .076 .042

学缘社团因子 .125＊ .182＊＊＊ .072

业缘社团因子 .158＊＊ .192＊＊＊＊ .197＊＊＊

趣缘社团因子 .269＊＊＊＊ -.034 .114＊

N 338 249 338 249 338 249

调整后的方差 1.2% 14.7% 15.9% 21.5% 12.3% 19%

F 检定值 1.467 3.676＊＊＊＊ 8.979＊＊＊＊ 5.539＊＊＊＊ 6.254＊＊＊＊ 4.643＊＊＊＊

　　说明:＊P≤0.10, ＊＊P≤0.05 , ＊＊＊P≤0.01 , ＊＊＊＊P≤0.001.

a.参考类别为“女性” 。

b.参考类别为“非本市户口” 。

c.参考类别为“小学或未读书” 。

年龄和年龄的平方这两个自变量 ,年龄对因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为负

值 ,年龄的平方为正值 ,表明年龄对“维权抗争因子”的影响呈 U型 ,即

30岁以下年龄组在维权抗争方面的参与度最高 , 41-50岁年龄组则降

至最低 ,而后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提升。在模型B1和 B2中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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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益表达因子”的影响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这种影响是直线的 。

在模型 C1和 C2中 ,年龄对“人大选举参与因子”的影响则呈倒 U型 ,

即年轻人在这方面的参与程度不高 ,而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提升 ,至

51-60岁年龄组升到最高值 ,而后又大幅下降。

3.收入只对“利益表达因子”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户口类型仅

对“人大选举参与因子”有影响 。在 6 个模型中 ,收入只在模型 B1 和

B2中对“利益表达因子”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明个人的收入越高

就会越多地参与到利益表达的这些活动中来 。另一方面 ,户口对“维权

抗争因子”和“利益表达因子”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只对“人大

选举参与因子”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本市户口在人大选举中的参与

明显高于非本市户口 。本次调查中受访者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比例是

44.7%,虽然低于农村高达 70%至 80%的村委会选举参与率(参看胡

荣 ,2001),但却高于农村的人大代表选举参与率 。① 进一步的交互分类

分析表明 ,本次调查中具有本市户口者参与人大代表投票的比例是

57.4%, 而非本市户口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比例只有 19.8%。

4.受教育程度只对“利益表达因子”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以

往的研究表明 ,在西方民主国家教育程度较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也较

高(参看 Campbell , Converse ,Miller &Strokes , 1960;Verba , Nie &Kim ,

1978),而在选举流于形式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呈相反趋势 ,即

教育程度越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越低(参看 Bahry &Silver , 1990)。在

模型C1中 ,只有“大专”层次的受访者比“小学”层次的受访者在人大代

表选举中参与程度略高且有统计显著性 ,其他几个层次的受访者与“小

学”层次的受访者相比在统计上都不具有显著性。在加入社会资本的

各变量之后 ,这一显著性也消失了 。在模型 A1和 A2中 ,受教育程度

对“维权抗争因子”的影响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明教育程度较高者

不一定更多地参与上访 、请愿等较为激烈的维权方式。只有模型 B12

中 ,在未加入社会资本诸变量的情况下 ,教育程度对“利益表达因子”具

有正向积极的影响 ,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在模型 B2中 ,在加入其他

社会资本变量的情况下 ,不同受教育程度对因变量影响的统计性消失 。

那么 ,社会资本诸因素对政治参与的3个因子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首先 ,从总体上看 ,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各个方面都起着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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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没有加入社会资本各因素之前 ,模型 A1 、B1 和 C1 的判定系

数分别只有1.2%、15.9%和 12.3%, 而在加入社会资本各因素之后模

型A2 、B2和 C2分别达到 14.7%、21.5%和 19%,分别提升达 13.5%、

5.6%和 6.7%(参见表 4)。

其次 ,三种信任因子对 3个因变量影响的方向和程度都存在差异 。

普遍信任因子和一般信任因子只对“利益表达因子”的影响具有统计显

著性 ,而对另外两个因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特殊信任因子

对“利益表达因子”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对“维权抗争因子”和

“人大选举参与因子”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只不过方向不一样 ,即

对前者的影响是负向的 ,对后者的影响是正向的。

第三 ,社会网络因子对“维权抗争因子”有积极影响 。社会网络因

子对“利益表达因子”和“人大选举参与因子”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

性 ,但对“维权抗争因子”却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明社会网络资源越多者

越可能参与维权抗争 。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理论认为 ,

真正决定社会运动的不是社会的不满 ,而是所能动员的资源(McCarthy

&Zald ,1977)。相关的研究表明 ,在微观层面的动员过程中 ,社会网络

对个人参与社会运动有影响作用(Passy &Giugni , 2001)。

第四 ,社团参与对政治参与的 3 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

总体来看 ,虽然 3个社团因子对不同层面的政治参与都存在一定的影

响 ,但影响的程度却是不同的 。就学缘社团因子来看 ,它对“利益表达

因子”的影响最为显著 ,其次是对“维权抗争因子”的影响 ,但对“人大选

举参与因子”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业缘社团因子对政治参与的 3

个层面都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趣缘社团因子对“维权抗争因子”的影

响最大 ,其标准回归系数达 0.269 ,均高于其他两个社团因子对“维权抗

争因子”的影响 ,但它对“人大选举参与因子”的影响则只有微弱的统计

显著性 ,而对“利益表达因子”的影响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参见表 4)。

四 、讨论与结论

以上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厦门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情况以及社

会资本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到 ,现阶段城市

居民的政治参与方式日益多元化 ,既有为自己或同事的利益去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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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这种较为传统的接触方式 ,也有通过网络发表观点这种新的参与

方式;既有参与人大代表选举这种制度化的参与 ,也有上访 、投诉甚至

是请愿等较为激烈的参与方式 。概括来看 ,目前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的多元化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 ,原有的通过找单位领导的个人接触仍然是重要的参与方式 。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制”使得城市居民高度依附于所在

的工作单位 ,形成单位办社会 。工作单位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组织 ,它除

了给予人们各种福利 ,同时承担着政府的某些职能以对单位成员进行

管理(参看Walder ,1991;Bian , 1994)。个人职务的提升 、住房的分配以

及各种各样的福利都是与单位联系在一起的 。这使得单位对城市居民

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他们居住社区的重要性 。因此 ,那时候 ,更多单位

成为人们利益表达的重要场所 ,找单位领导成了一种政治参与的重要

方式(参看 Shi ,1997)。改革几十年来 , “单位办社会”的情况已经在很

大程度上得到改变 ,城市社区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单位仍然控

制着相当多的资源 ,因此许多问题仍是通过找单位领导这种政治接触

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 。

第二 ,新的参与方式不断涌现 ,网络成为城市居民表达意见的一个

重要平台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民的增加 ,更多的城市居民借助网络

表达利益 、参与决策 ,从而形成影响政治过程的 “网络政治参与” 。中

国的网络开始成为继传统大众传媒之后又一重要的民意表达管道 ,中

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得异常抢眼 ,成为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

大亮点。当网络中分散的公民意见通过网络横向互动整合成整体性声

音的时候 ,民意便开始有了力量 ,并可能对现实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

响 ,从而强化了中国公民通过网络积极参与政治的行为 。

第三 ,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目前中国基层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是十分完善 ,城市居民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十分

有限;基层的人大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民主和平等的选举原则有待

深入贯彻 ,选民对代表不便进行有效监督等(王小彬 ,2001)。虽然基层

人大代表的选举远不如农村村委会选举激烈 ,但随着人大制度的完善 ,

参与这一选举的选民会越来越多 。我们这次调查表明 ,城市居民中参

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比例虽然远低于农村村委会选举 ,但要高于农

村人大代表选举的参与率 。目前中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正在转

型 ,如 2003年 4-5月间 ,在深圳市出现了十多个选民在官方提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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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事例 ,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了一个进行基层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改革的要求 ,这种要求在全国以致中央都引起了

积极的反应。这些事件在当前中国基层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符号象

征意义 ,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向新的阶段迈进 。当然 ,要使选举成

为居民重要的政治参与渠道 ,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以

及进一步扩大代表的直选范围 。

本项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社会资本对于政治参与有着非常积极和

正面的作用。在预测政治参与的 3个模型中 ,无论是维权抗争因子 ,还

是利益表达因子 ,或是选举参与因子 ,在加入社会资本的诸因素后 ,模

型的解释力有了很大提高 ,这表明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确实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促进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而在社会资本的各个因素中 ,社

团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回归模型的分析中 ,不同类型的社团

参与都对三种政治参与方式或多或少产生积极的影响 。

城市居民政治参与多元化是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反映 。在传

统社会主义体制中 ,全部社会资源都控制在国家及政府手中 ,在社会主

义公有制之外 ,几乎不存在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国家

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单位制”等手段 ,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至

个人 ,从而形成对个人控制。改革开放以后 ,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发

展成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 ,收入分配的贫富差异和利益分化加

速。同时 ,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 ,单位制度逐步解体 ,从原有的体制

中和边缘处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或阶层 ,中国社会变得更具流动

性了 。各种各样的民办企业 、外资企业 ,以及各种中介性的社会团体等

也逐渐发展起来 。这些社会组织或群体不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 ,其占

有资源和社会地位也不是国家分配的结果。正是这种社会变革导致了

现阶段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多元化 。

与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对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居民的社团

参与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我国社团组织数量迅速增长 ,1988年至

2003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34%(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 ,2005);另据

民政部统计数据 ,截至 2008年第一季度 ,我国共拥有各类社会团体 21

万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 17.4 万个 ,基金会 1341个(民政部 ,2008)。但

是 ,我国的社团组织还是不够发达 。发达国家和地区每万人拥有的非

营利组织一般都有十多个以上 ,其社团发展相当成熟 ,规模相当庞大 ,

在西方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国每万人拥有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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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仅2.1个 ,不仅远少于发达国家 ,而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差

距较大。因此 ,要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不仅需要进行政治体

制的改革 ,让人民有更多的渠道参与政治 ,还需要培育更多的社团和中

介组织 ,因为这种与社团参与相联系的公共精神或社会资本 ,才是民主

政治发展的稳定力量 。

参考文献: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 1988, 《论美国的民主》 ,董 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胡荣 , 2001, 《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 ,上海:远东出版

社。

——— , 2006 ,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 ,《社会学研究》第 2期。

——— , 2007 ,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 ,《社会学研究》第 2期。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伯 , 1989,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

徐湘林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罗伯特·D.帕特南 , 2001 ,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王列 、赖海蓉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民政部 , 2008 , 《2008 年一季度民政事业统计数据》 , 民政部网站(http:  cws.mca.gov.cn 

accessory 200804 1208833426012.htm)。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 , 2005, 《我国民间组织管理与发展情况》 ,《学会》第 1期。

尼·诺曼 、西德尼·伏巴 , 1996 , 《政治参与》 ,《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格林斯坦(Greenstein ,

Fred I.)编 ,竺乾威 、储复耘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小彬 , 2001 , 《试论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几个问题》 ,《人大研究》第 6期。

吴毅 , 2002 ,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徐勇 , 1997 ,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于建嵘 , 2003 , 《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 ,《战略与管理》第 3期。

Bahry , Donna &Brian D.Silver 1990 , “ Soviet Ci tizen Participation on the Eve of Democrat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Bialer ,Seweryn 1980 , Stalin' s S uccessors:Leadership , Stability ,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an , Y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ampbell , Angus , Phi lip E.Converse , Warren E.Miller &Donald E.Stokes 1960 , The American

Voter.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

Dearlove , John 1995 , “Village Politi cs.” in China in the 1990s , (eds.)by Robert Benewick &Paul

Wingrove.Vancouver:UBC Press.

DiFranceisco , Wayne &Zvi Gitelman 1984 , “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and`Covert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3).

Florence , Passy & Giugni Marco 2001 , “ Social Networks and Individual Perceptions:Explaining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Sociological Forum 16(1).

Freidrich , Carl , Michael Curti s&Benjamin R.Barber 1969 , 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Three Views.

158

社会学研究 　2008.5



New York:Praeger.

Goel, Lal M.197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Nation:India.New York:Asia Publi shing

House.

Inkles , Alex &Raymond A.Bauer 1959, The Soviet Citizen: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ennings , M.Kent 1991 , “Political Part 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2).

Kelliher , Daniel 1997 ,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 llage Self-government.”The China Journal 37.

Lawrence , Susan V.1994 , “Democracy , Chinese Styl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2.

Li , Lianjiang &Kevin J.O' Brien 1996 ,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22.

Liu , Alan P.L.1976 , Political Culture and Group Conflict in Communist China.Santa Barbara , Calif.:

Clio Books.

Manion , Melanie 1996 , “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4).

McCarthy , John D.&Mayer N.Zald 1977 , “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Nie ,H.Norma , Sidney Verba &Jae_on Kim 1974 , “Politi cal Participation and Life Cycle.” Comparative

Poltics 6(3).

O' Brien, Kevin J.1994 , “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s Villages.”The Australian Journalof

Chinese Affairs 32.

Passy, Florence & Giugni Marco 2001 , “ Social Neworks and Individual Perceptions:Explaining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Sociological Forum 16(1).

Shi ,Tianjian 1997 , Political Participat ion in Beij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erba , Sidney &Norman H.Nie 1972 ,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Harper &Row.

Verba , Sidney , Norman H.Nie &Jae-on Kim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A Seven Nation

Compari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lder , Andrew 1991,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宛丽

159

论 文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urban new immigrants' include 4 factors , namely , cultural inclusion ,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 identity inclusion and economic inclusion;(2)the overall level of their social

inclusion is still low;(3) the degree of these factors present decreasing trend from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to identity inclusion , cultur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inclusion.
These results reflect that:(1) the domestic immigrant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call for some limited leap to achieve integrating into the new land in deed;(2)
as an immigrant area , Shanghai provides larger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new comers to

advance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 which explains the status of the psychological

inclusion and identity inclusion;(3) the pluralism of urban culture may promote the

cultur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inclusion of the newer , while the increasing cost of city

life may have an opposite effect.Therefore, the high_level integration of the newer and the

native depends on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newer , the native resident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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